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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東吴的畫作
——蘇州虎丘黑松林三國墓石屏風畫像拓片記

王學雷
蘇州大學第二實驗學校

1997 年我還在蘇州博物館考古部工作，在一次野外考古中幸運地發掘到兩塊

三國孫吴時期的青石屏風，上面所刻畫的人物圖案令我大爲驚訝和好奇。三國時期

的繪畫資料本來就不多見，之前好像也從未發現孫吴時期的繪畫。可是時間已過去

了二十多年，考古發掘報告却一直未見發表，尤其是石屏風，成爲長久以來懸繫於

心的事情。所幸當時製作了拓片，就其中完整的一面請華人德先生在上面書寫了精

彩的題跋，並延姑蘇裝裱巨手紀氏妥爲装裱，軸而藏之（圖版 No. 033）。2019 年

9 月 28 日，蘇州博物館召開“蘇州虎丘黑松林三國墓地第一次研討會”並邀我參

加，得以重温當時的發掘資料，勾起了我對往事的一些回憶。復與與會專家進行熱

烈探討，亦加深了許多認識。大家一致認爲，塵封多年的考古發掘報告亟待發表，

青石屏風尤當重點介紹。於是，蘇州博物館姚晨辰先生在 2020 年 2 月 3 日的《中

國文物報》上刊發了 《蘇州黑松林出土三國時期石屏風》一文，首次公布了其中一

塊完整的石屏風拓片圖像，讓學界對之有了初步的瞭解。

今逢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舉辦“金石不朽：書寫、複製與文化衍生”

展覽，策展人薛龍春教授徵公私所藏，而我則願供區區，並撰此小文，略申拙藏此

拓片之來源顛末。惟本人於 1999 年離開蘇州博物館，當時自存的一本工作筆記又

不慎遺失，現僅就尚存的另兩本臨時筆記，結合蘇博研討會上見到的部分資料1，先

作回顧性的簡述，就虎丘黑松林三國墓葬的性質發表一些粗淺的認識；再就青石屏

風的形制、圖像特色、繪畫史上的價值等方面作些探討；華人德先生在金石題跋書

法上的聲望甚高，這張石屏風拓片上的題跋是他二十年前的杰作。大凡拓片有了名

家題跋則益見寶貴，筆者謹就這張拓片與題跋，也發表一些謭陋的議論。

1.	 張鼎、何文競整理《蘇州虎丘黑松林三國墓地第一次研討會紀要》，《中古史研究資訊》，搜狐網
https://www.sohu.com/a/346381026_488212，201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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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黑松林”“吴天墩”：孫吴墓地的發現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蘇州舊城改造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老城區周邊亦

同步並進。1997 年 4 月 25 日，蘇州博物館考古部接到虎丘鄉留園村康樂之都游樂

場基建工地打來的電話，告知工地發現古代墓葬，並有文物販子在周圍流竄，煽動

民工偷盗文物。情况緊急，我們立即趕往勘察。

康樂之都游樂場工地，位於蘇州老城區西北部的虎丘路北側（插圖 1），因這裏

有座土墩，上面栽有茂密的松樹，故這塊區域被稱作“黑松林”。上了一點年紀的

蘇州人都知道，此處以前還曾作過刑場。當天我們進行了初步的勘察，在此墩的腰

部看到幾座暴露出來的宋明時期至現代的墓葬。回館後我們將情况向蘇州市文管會

作了匯報。28 日下午三點，又往市文化局三樓聽取工作安排，並約定次日再往現

場查看。29 日的氣温高達 30℃，爲開春以來温度最高的一天。早上八點四十五分，

我與兩位同事到達現場，首先清理的是位於土墩腰部的一座明墓，該墓爲拱券頂雙

室夫妻合葬磚室墓。墓形長方呈石匣狀，墓内葬具腐朽無存，殘存的僅是鐵棺釘數

枚及屍骨殘片。南室墓主爲男性，北室墓主爲女性，皆頭東脚西葬，各自足部放有

墓誌一方。我們還清理了不遠處的一座宋代平頂雙室夫妻墓葬，其中除了殘餘的一

些已經殘朽黏連的銅錢外，一無所獲。唐以後的小型墓葬通常激發不起考古工作者

的興致，因此將宋明墓葬簡單地清理完畢之後，不知不覺，我們又把目光投向了背

後那座高大的土墩。

插圖 1 “黑松林”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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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地處平原，丘陵多集中在西部地區，虎丘山距此雖然不遠，但這個陡然

拱起的土墩顯然不是它的餘脉，應是人工纍築起來的一種設施。從直覺上判斷，這

個土墩更像是一座墓葬，而蘇州發現的六朝墓葬“大部分都是在高出地表的土墩内

發現”2 的。“黑松林”應該是比較後起的名稱，從那座明墓女性墓主的墓誌中得知，

這座土墩明代稱作“周公墩”3。而據當地居民介紹，這個區域以前還被稱作“吴天

墩”，後來通過一方南宋的墓誌也證實了這一説法 4。這自然引發了我們極大的興趣

和猜測——“吴天”二字是否意味這個土墩爲三國孫吴的宗室貴族墓地呢？於是我

們爬了上去，在墩頂發現有兩處凹陷，可以判定是兩個盗洞——基本坐實了這是墓

葬的猜測。

發現這樣的大型墓葬自然要向上級申報，大約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走完發

掘申報流程，5 月 10 日即正式開始對其進行搶救性發掘。這次發掘的領隊是考古

部主任丁金龍，副主任張照根和我參加發掘，還有安徽人錢松甫帶來的一批技工。

整個發掘過程前後經歷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其間又在周圍意外地發現了其他五座

同時期規模較小的磚室墓。通過進一步的勘察，這座名爲“黑松林”的土墩最終被

認定爲一座規格不低的東漢後期的大型墓葬，編號爲 M4（其餘規模較小的幾座同

時期的磚室墓，分别編號爲 M3、M5、M6、M7、M8）。

孫吴宗室墓葬主要分布於蘇州、鄂州、武漢、馬鞍山與南京五地，其中大部

分宗室墓葬位於城邑外的主要墓葬區，且一般是多座宗室墓葬或貴族墓葬聚集分

布 5，這從地方文獻中也可得到一些印證。文獻記載的蘇州孫吴宗室墓葬主要分布在

兩處：

一是盤門外的青暘地（今南門路原蘇州第一絲織廠内）。該處自唐宋以來就被

指認爲孫堅、孫策父子的墓葬所在。唐陸廣微《吴地記》：“盤門……東南二里有後

漢破虜將軍孫堅墳，又有討逆將軍孫策墳。”6 北宋朱長文《吴郡圖經續記》卷下亦

云：“漢豫州刺史孫堅及其妻吴夫人、會稽太守孫策三墳，並在盤門外三里，載唐

陸廣微《吴地記》。墓前有小溝曰陵浜，鄉俗稱爲孫王墓。”7 北宋張邦基的《墨莊

漫録》卷十記載：

2.	 丁金龍《試論蘇州的六朝墓》，收入《江蘇省考古學會第四、五次年會論文選》（南京：江蘇省考
古學會，1985/1986），頁 88。

3.	 《周尋樂室人陳氏墓誌銘》，收入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歷代碑誌》（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頁 228。

4.	 2016 至 2017 年從距此處不遠的蘇州市虎丘路新村出土的南宋《葛南壽墓誌》中，證實了這個區
域在南宋時期即被稱爲“吴天墩”，爲我們對虎丘路新村土墩和黑松林土墩的六朝早期大、中型
磚室墓的定性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材料。何文競、張鐵軍《蘇州市虎丘路新村土墩新發現南宋葛
氏家族墓誌》，蘇州博物館編《蘇州文博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

5.	 趙娜《孫吴宗室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山東大學 2020 年碩士學位論文，頁 55。

6.	 陸廣微《吴地記》（江蘇地方文獻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20。

7.	 朱長文《吴郡圖經續記》（江蘇地方文獻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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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戊戌歲，平江有盤門外大和宫相近，耕夫數人穴一冢。初入隧道，

甚深，其中極寬，如厦屋然，復有數門，扃鐍不可開。耕者得古器物及雁足

鐙之類，以爲銅也，欲貸之，熟視之乃金，因分爭至官。時應安道逢原爲郡

守，盡令追索元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觀者如堵。其中四壁皆繪

畫嬪御之屬，丹青如新，畫手殊奇妙。有一秘色香爐，其中灰炭尚存焉。諸

卒爭取，破之。冢之頂皆畫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見棺柩，意其在重

室内也。又得數器而出，乃掩之。後考《圖經》云：“吴孫破虜堅之墓也。”

然考之《吴志》，堅薨，葬曲阿。未詳此果何人也。8

張邦基雖然不敢斷定此墓即屬孫堅，但所述地理位置亦在盤門外。南宋范成

大《吴郡志》卷三十九“冢墓”中記載的孫策“吴孫王墓”也在此處：

吴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磚皆作篆隸爲“萬歲永藏”

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燦花，良久化爲腐土。又得

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新。並瓦薰爐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略相似。

而箱底有灰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即孫策。又恐是其

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芻《香譜》亦略

載此事。9

因其中所出土的金搔頭（即金髮簪）和金握臂 10（金手釧）疑似爲婦女飾品，

所以范成大認爲“恐是其母、若妻墓”。此處是否爲孫堅父子墓地的相關探討，宋

代及以後的文獻中亦每有所見，11 而 1981 年蘇州博物館在此進行的一次清理發掘，

發現有三座漢墓，12 似乎也爲《吴郡圖經續記》“漢豫州刺史孫堅及其妻吴夫人、會

稽太守孫策三墳”之説，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實物證據。

二是閶門以西與虎丘之間的區域。《（民國）吴縣志》卷四十一“冢墓二 · 孫王

墓”附按語：

案：閶門外山塘八字橋西有大冢，土人呼爲“破虜墩”，謂即孫堅之墳。

所謂“八字橋”者，有二橋在墓門左右，形如八字，故名。現有孫姓學究在

墓旁授徒，云係堅之苗裔，然無實證。考孫堅墳，自《吴地記》以下諸志，

8.	 張邦基《墨莊漫録》（唐宋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270。“厦屋”，原作“處室”，
孔凡禮校勘記據《稗海》本認爲：“疑作‘厦屋’是。”頁 279。

9.	 范成大《吴郡志》（江蘇地方文獻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548—550。

10.	 握臂，曾慥《類説》卷三十四“李積化爲虎”：“向有一婦人銀握臂，吾銜至水，去斯百步，君遇
而取之，遺吾家。”見曾慥編纂，王汝濤校注《類説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下
册，頁 1042。

11.	 詳見盧熊《洪武蘇州府志》（揚州：廣陵書社，2015）卷四十四“冢墓”，頁 555—556。

12.	 蘇州博物館考古組《“孫堅孫策墓”的清理與看法》，《文博通訊》1982 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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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云在盤門外，從無在閶門之説。或云當是孫武冢。疑莫能明也。13

“孫武冢”當然不可信。但因爲自《吴地記》及以後的方志都説孫堅墓是在盤

門外，從無在閶門的記載，而否定孫堅墓或孫吴宗室墓地亦在閶門附近區域的可能

性，則是武斷的。2016—2018 年間，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對蘇州虎丘路新村土墩進

行了考古發掘，發掘出孫吴時期磚室墓四座（編號 M1、M2、M5、M8），其中

M1 屬於孫吴早期的墓葬，M5 中還有多塊“吴侯”字樣的印文磚出土。這個土墩

現已被確定爲孫吴宗室墓葬群無疑。14 現在看來，“土人呼爲破虜墩”倒是一個非

常具有啓發性説法，考古發掘恰恰證明了“土人”之説並不是空穴來風。

那麼，黑松林 M4 所處的方位在虎丘路新村土墩以北，兩處隔虎丘路而南北

相望，如果穿越時空地看去，兩處本應同屬“吴天墩”一個區域内。這對其性質與

時代的認定是極爲重要的。未曾想當時認爲黑松林 M4 是三國孫吴宗室貴族墓葬的

觀點，不意在二十年後又獲得了進一步的證實。

二 劫餘：石屏風的出土

對黑松林 M4 發掘的第一個步驟是將所覆盖的封土去除，不久之後整座墓葬

呈現了出來（插圖 2:1、2:2、2:3、2:4）。這是一座結構爲甬道、墓室和左右後室的多

室墓。甬道至後室通長 13 米。前室爲横式，寬 6.2 米、進深 3.4 米、高 3.8 米。

後爲左右對稱兩室，有青石門楣、門柱和欞窗；後室呈刀形，有通道，其長爲 3.8

米、寬 2.4 米、高 2.8 米。墓室和甬道都爲雙重拱券頂。15 對比歷年所發現的孫吴

高等級墓葬形制規模，該墓屬於其中第二等級的高級别墓。16

將整個墓室中填塞的淤泥全部清理完畢之後，發現墓壁上塗滿了白粉，但未

見壁畫。頂部亦有白粉，似見有彩繪痕跡，惜大多剥落而無法確定。西漢的一些壁

13.	 曹允源等編，王謇校補《民國吴縣志校補》（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第 5册，頁 392。
另《申報》1919 年 3 月 9日載《保存漢代古墓》亦云：“閶門外山塘白姆橋弄薛家灣後漢代破虜
將軍孫策之墳墓，形勢高大，面積廣闊，曾由孫氏後裔建立家庵一所於西側，洪楊之役變爲荒
土，而將軍古墓尚巍然存在。不料近由該處前經造陳錫學，新經造翁文售私，將墳地出租，以致
墳墓四周剷成平地，墳頂亦逐漸鋤平，悉成菜圃。現經保墓會訪悉，業已派員前往調查，如果屬
實，即將該經造等送縣究辦，以保古墓。”惟其中將破虜將軍孫堅，誤作孫策。

14.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蘇州虎丘路新村土墩考古發掘工作情况報告》，《2017 年蘇州考古工作年
報》（内刊），頁 26—33；張鐵軍、何文競《江蘇蘇州市虎丘路新村土墩磚室墓群》，收入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黄淮七省考古新發現（2011—2017 年）》（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頁
570；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蘇蘇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國孫吴M1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9
年第 6 期，頁 26—41。趙娜認爲，M1的下葬時間晚於青旸地“孫堅孫策”墓。見《孫吴宗室
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42。

15.	 描述參考錢公麟等《蘇州考古》（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 191。

16.	 韋正從墓室通長着手，將孫吴高等級的磚室墓分爲三個等級：第一等級 20.6 米；第二等級 14.5
米至 17.68 米；第三等級 6.18 米至 8.7 米。見氏著《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11），頁 274—275。因此，黑松林M4通長 13 米，屬於第二等級應無多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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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2:1 去除 M4 封土 插圖 2:2 M4 正面

插圖 2:3 M4 側後 插圖 2:4 黑松林墓地發掘現場全景

插圖 3 M4 後室門楣畫像

畫墓的前室頂上就已出現了星象圖，這些星象圖都是用粉白涂地，然後用墨、朱二

色以繪流雲，用朱色標出日、月、星辰、天河、雲氣等圖像。17M4 墓頂剥落的白

粉上殘存着的彩繪，或許正是張邦基所描繪的“冢之頂皆畫天文玄象”；後室的青

石門楣、門柱上，有陰綫刻人物及雲氣畫像（插圖 3）。

17.	 夏鼐《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星象圖》，《考古》1965 年第 2期，頁 80—90；孫作雲《洛陽西漢壁
畫墓考釋》，《孫作雲文集》第 4卷《美術考古與民俗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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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盗洞中的包含物進行了分析，推测該墓至遲於宋代已被盗掘，因爲金

石學自北宋時開始興盛，盗墓之風也如影隨形，以至“人竟搜剔山澤，發掘塚墓，

無所不至”18。前引《吴郡志》和《墨莊漫録》所載的盤門墓葬被盗掘之事，即是發

生在北宋徽宗政和間（1111—1118）的重和元年（1118）。另據《洪武蘇州府志》

引洪氏《三庚志》載，在南宋紹熙二年（1191），此處的孫堅墓又被一個牧童光顧

過一次：

平江盤門外大塚，紹熙二年秋雨潰圮，牧童入其間，得銅器數種，持賣

於市，鄉人往視圮處，盖其隧道有石刻隸書，云“大吴長沙桓王之墓赤烏三

年”，凡十二字。19

或許是北宋時已遭盗掘，這次僅“得銅器數種”而已。然就《墨莊漫録》和

《吴郡志》中記載的出土的器物有雁足燈、“秘色”20 香爐、瓦薰爐，皆爲漢墓中常

見之物；此外還有金握臂（手釧）、金搔頭（髮簪），21 這在考古發掘的漢墓中也不

是没有發現。黑松林 M4 的被盗，盖與宋代金石學興起的時代背景不無關係，盗墓

者所遺留下的殘餘除了破損不堪的陶器及青瓷器外，還有骨簪、銅帶鈎、五銖錢、

金箔、銅片、人齒、人骨等物；前室中的陶案、石案、石構件等，也受到非常嚴重

的擾亂破壞，擺放已失原位。當然，墓中最有價值的遺存，也是最令人感到興奮和

意外的，無疑就是上面綫刻有人物圖像的兩塊青石屏風。由於原器物編號今已不

詳，現以“屏風Ⅰ”“屏風Ⅱ”加以稱呼。

屏風Ⅰ。高 73 釐米、寬 71 釐米、厚 5.5 釐米。兩面皆陰刻有圖案：一面（a

面）四周刻有卷雲紋，畫面以帷幔自上而下分隔爲三層，上層四人，中層四人，下

層三人，左下角刻有山水流雲，人物共十一人；另一面（b 面）已完全風化，圖案

無法辨認。出土時緊貼於前室南壁近西壁轉角處，竪立放置（插圖 4:1、4:2、4:3、

4:4），因而緊貼墻壁的一面保存得非常完好。

屏風Ⅱ。出土時已碎作六塊，散落在前室中部一失其原位的石案下及左側（插

圖 5:1）。據拼合後的拓片測量，高 68 釐米、寬 80 釐米、厚約 6 釐米（由於拓片紙

張有伸縮性，這個數據可能與原物存在一定的誤差）。與屏風Ⅰ相同的是，其亦兩

面皆陰刻有圖案：一面（a 面）四周亦刻有卷雲紋。畫面亦以帷幔自上而下分隔爲

三層，上層左面殘剩二人（右側隱約有二人），中層殘剩三人（原似有五人），右一

18.	 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 863 册，
頁 682。

19.	 盧熊《洪武蘇州府志》卷四四“冢墓”，頁 556。

20.	 當然，所謂的“秘色”雖是唐宋時期才有的一個名稱，但漢末的一些精緻的青瓷製作色彩上已接
近後來秘色瓷的色澤，此不妨視爲是張邦基所作的一個“類比”。

21.	 三國魏繁欽《定情》詩云：“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見徐陵編，吴兆宜注《玉臺新詠箋注》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一，頁 41。插圖 4:4 屏風Ⅰ b 面拓片

插圖 4:1 屏風Ⅰ現狀（a 面）

插圖 4:2 屏風Ⅰ所在前室位置（箭頭所示） 

插圖 4:3 屏風Ⅰ出土時情况（b 面）



036 書寫、複製與文化衍生

人較完整，下層左下角殘剩一人（隱約可見有二人）（插圖 5:2）；另一面（b 面）風

化特甚，似亦以帷幔自上而下分隔爲三層，上層四人，唯左側一人較完整。中層僅

存右側一人頭面部。下部中間僅見一人物衣褶圖案（插圖 5:3）。

這兩塊石屏風所幸未被盗墓者關注，成爲劫餘，因此得以留存下來。可惜原

本所處的位置已無從知曉，一塊又殘損相當嚴重。

以石屏風隨葬的風氣，據文獻記載起於戰國，《西京雜記》就記載了西漢廣川

王去疾盗發過幾座“戰國”古冢，裏面都發現有石屏風。22 然而歷年考古出土的戰

國屏風都是漆木製作，23 西漢時也是如此，故此記載未必可信。就此前的資料看，只

有東漢較後期的墓葬中才出現了隨葬石屏風的現象，且均以“明器”的性質作爲隨

葬 24：第一件是山東臨淄商王村墓地85號墓出土的石屏風。該屏風高72釐米、寬94

釐米、厚 7.7 釐米。同時出土有兩個覆斗形石插座，用以竪立屏身（插圖 6）。25 第二

件是河南淮陽北關 1 號墓中的一塊畫像石。該石殘缺嚴重（插圖 7），26 楊愛國先生根

據墓中所出的獅虎形石座推測，“此畫像石與墓中出土的虎形石座、獅形石座可共同

組成一具石插屏”27，與臨淄商王墓石屏風同樣是“按（安）在石座上的屏風”28。

22.	 周天游《西京雜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20）卷四，頁 246—249。

23.	 如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墓東庫中的漆木屏風，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
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湖北江陵望山 1號楚墓中的漆木小座屏，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彩版二；湖北江陵天星觀 1號楚墓五件
木製鏤雕彩漆座屏，見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 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期，頁 71—116。

24.	 楊愛國先生將兩漢墓中出土的屏風分爲“生器屏風”和“明器屏風”兩類，詳見所撰《漢墓中的
屏風》一文，《文物》2016 年第 3期，頁 51—60。

25.	 淄博市博物館、齊故城博物館《臨淄商王墓地》（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112。原報告將石
屏風縱横數據顛倒，後楊愛國先生作了糾正，見《漢墓中的屏風》，《文物》2016 年第 3期，頁
51—60。

26.	 周口地區文物工作隊、淮陽縣博物館《河南淮陽北關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 年第 4期，
頁 34—46。

27.	 楊愛國《漢墓中的屏風》，《文物》2016 年第 3期，頁 51—60。

28.	 楊愛國《河南淮陽北關一號漢墓殘畫像石性質考》，中國漢畫學會等編《中國漢畫學會第十三届
年會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頁 392。

插圖 5:3 屏風Ⅱ b 面拓片插圖 5:1 屏風Ⅱ碎塊所在前室位置（箭頭所示） 插圖 5:2 屏風Ⅱ a 面拓片

插圖 7 淮陽北關 1 號墓畫像石摹本

插圖 6 臨淄商王村墓地 85 號墓石屏風及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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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陽北關 1 號墓墓主的身份被推定爲東漢陳陽頃王劉崇 29；臨淄商王村墓地 85

號墓墓主的身份報告未作推測，楊愛國先生認爲是二千石官員的可能性極大 30。可

見隨葬有石屏風的墓葬等級都不會太低，而黑松林 M4 是一座高級别的墓葬亦毋庸

置疑。最主要是，兩塊石屏風的出土，爲東漢（三國）屏風考古的研究又增添了全

新的重要實物資料，尤其是以往孫吴墓葬考古中所未曾一見的物品。其意義之大，

可想而知。

三 “不爲觀賞的畫作”：石屏風圖像的性質

黑松林 M4 和虎丘路新村土墩孫吴 1 號墓中，都出土有虎形和凹形兩種石插

座（插圖 8）。其中的虎形石插座與淮陽北關 1 號墓出土的非常相似（插圖 9），或可

認爲是東漢以來製作風格上的一種延續。從陳設方式上看，此類屏風如同直板竪立

於插座上，故通常被稱作“插屏”“座屏”或“背屏”。目前最早的實物是馬王堆 1

號、3 號西漢墓的兩個漆木屏風，類似圖像在漢墓壁畫及畫像石中亦不少見。其形

制盖於先秦時就已出現，文獻上稱作“扆”31（插圖 10）。在漢人眼裏，扆和屏風是兩

種名物，東漢劉熙《釋名 · 釋床帳》説：“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而屏風則是

“言可以屏障風也”32，此與後來的説法不同。因有研究者認爲稱呼此種直板樣式的

屏風，應沿襲先秦屏風的古稱，稱之爲扆（依）屏更爲合理。漢世及漢以前采用

“座屏”的稱謂指示這類屏風，似乎不合乎情理。33 惟鑒於現今的習慣，本文還是

沿用“屏風”這一通俗的稱法，以便於討論。

29.	 周口地區文物工作隊、淮陽縣博物館《河南淮陽北關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第4期，
頁 34—46。

30.	 楊愛國《漢墓中的屏風》，《文物》2016 年第 3期，頁 51—60。

31.	 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宋熙二年刻本影印，1985）卷八。

32.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影印，1984）卷六，頁
4a—b。

33.	 曾憲洲《漢畫屏風圖像論》，西安美術學院 2019 年碩士學位論文，頁 21—22。

插圖 8 黑松林 M4 虎形石插座 插圖 9 淮陽北關 1 號墓虎形石插座

插圖 10  《新定三禮圖》中的“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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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制上看，黑松林 M4 的兩塊石屏風基本體現了東漢的製作風格。屏風Ⅰ

高 73 釐米、寬 71 釐米，安放時作竪式；屏風Ⅱ高 68 釐米、寬 80 釐米，安放時

作横式。外觀與高 72 釐米、寬 94 釐米的臨淄商王村墓地石屏風十分相似。由於

屏風Ⅱ的兩面、屏風Ⅰ的 b 面，畫面皆漫漶已甚，難以辨識，我們只能着重討論

屏風Ⅰ a 面上的圖像——也就是本次展覽拓片上的圖像。

臨淄商王村墓地石屏風正面四周飾菱形穿環紋，畫面分上下兩層，上層刻宴

飲圖，下層刻車騎出行圖；34 淮陽北關 1 號墓石屏風四周刻卷雲紋 , 内刻宴飲圖。35

黑松林石屏風四周亦都刻有卷雲紋，卷雲紋的作用除了裝飾，主要是用於框定整個

圖像的畫面，無論畫面中有多少個題材單位，都在其範圍之内；帷幔當然也具有裝

飾的作用，但更主要的作用在於分割畫面空間，尤其是用於區隔上下不同題材、不

同層次的畫面。商王村墓地石屏風上層描繪的是男女主人室内宴飲場面，故畫有帷

幔；下層描繪車騎出行，空間移到了室外，就改用直綫加以區隔。這也説明，帷幔

下的畫面所表示的都是室内的場景，是漢畫像中所普遍采用的圖式。黑松林 M4 兩

塊屏風的四個畫面，都是先通過卷雲紋框定，然後再用帷幔區隔出上中下三個室内

場景，現在只有屏風Ⅰ的 a 面最爲清晰，可以討論，因而姚晨辰羅列了各地所出

東漢時期的類似的畫像石、漆器圖像後認爲：“從整體藝術構成來看 , 屏風畫面創

造性的用帷幔分隔人物故事爲上中下三部分，每層人物等高 , 呈現一幅立體的圖案

畫。”36 他認爲這種用帷幔將畫面分爲三層的構圖形式具有“創造性”，似有些過譽。

因爲分作幾層來展示圖像，是根據載體對所需接受題材的内容和數量而决定的，層

數的多寡在原則上並不受限制，更多層數的圖像在漢畫像石構圖中其實並不罕見，

真正值得討論的實際不在於這塊屏風畫面分層的多寡，而在於這三層中的人物及與

之相關的主題。

巫鴻先生在對武梁祠的研究中所揭示出的“情節型”與“偶像型”兩種構圖

概念，對我們判斷這塊屏風圖像的繪畫性質具有啓發意義。他認爲，“情節型”構

圖通常是對稱的，主要的人物總是被描繪成全側面或四分之三側面，而且總是處於

行動的狀態中。换言之，這些人物的運動總是沿着畫面向左或向右進行。一幅構圖

34.	 周口地區文物工作隊、淮陽縣博物館《河南淮陽北關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第4期，
頁 34—46。

35.	 楊愛國《河南淮陽北關一號漢墓殘畫像石性質考》，收入中國漢畫學會等《中國漢畫學會第十三
届年會論文集》，頁 392。

36.	 姚晨辰《蘇州黑松林出土三國時期石屏風》：“我們從四川郫縣東漢磚墓石棺畫像 (《考古》1979
年第6期)及徐州漢畫像石博物館藏《迎賓宴飲圖》可見，該屏風的結構可能沿用東漢‘迎賓圖’
類畫像石風格並有所發展，核心人物皆位於相應層數的中間偏左，且人物上方亦裝飾以帷幔。從
整體藝術構成來看，屏風畫面創造性地用帷幔分隔人物故事爲上中下三部分，每層人物等高，呈
現一幅立體的圖案畫，這與 1985 年安徽馬鞍山三國東吴朱然墓 (《文物》1986 年第 3期 ) 出土
漆盤上的三段式漆畫結構 ( 如圖三 ) 如出一轍，發展到後期有江西南昌東晋永和八年 (352) 雷陔
墓 (《文物》2011 年第 2期 ) 漆盤上的漆畫 ( 如圖四 ) 等，形成了三國兩晋特有的繪畫風格，上
述兩件描繪的是日常生活的情景，而黑松林出土的石屏風描繪的是人物故事場景，可以推測墓主
級别較高。”《中國文物報》2020 年 2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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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物都是相互關聯的，他們的姿態具有動勢，並且表現了彼此之間的呼應關

係。這種圖像一般以表現某個故事情節或生活中的狀態爲主題，因此可以稱作是叙

事性的。與“偶像型”的畫面不同，這類構圖是自足和内向的，其内容的表現僅僅

依賴於畫面内的圖像，觀看這種“情節型”圖像的人只是一個觀者，而非參與

者。37 可以確定，這塊屏風上所描繪的人物及場景，正是一幅典型的具有叙事性的

“情節型”構圖作品，而接下來所要探尋的是其可能存在的情節和主題。

對叙事性題材繪畫主題的探尋，往往會使作爲審美主體的觀者，先放下對這

件畫作的審美追問，而轉向於一個“讀”的過程：對“這是個什麼故事”的追問，

使之成爲一件——“不爲觀賞的畫作”38。姚晨辰猜測“這件屏風可能生動地描繪了

一幅仙境中的人物故事畫”，基於這種先入爲主的判斷，他將其中所有的構成都視

作是“仙境”的反映。對此我自然不能苟同。不妨先將畫面中的人物予以編號（插

圖 11），再自上而下來進行描述：

37.	 巫鴻著，柳揚等譯《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北京：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
店，2005），頁 149—150。

38.	 借用楊愛國先生的書名《不爲觀賞的畫作：漢畫像石和畫像磚》（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插圖 11 屏風Ⅰ a 面人物編號（孫嘉駿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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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層圖像：人物 1 頭面部已不清晰，細辨人物面部向右。身着交領袍服，

衣襬垂地，作拱手狀。左側腰間佩長劍，劍首在前朝下，劍摽在後上翹。居於人物

2 身後。人物 2 頭戴玄冠，面部向右，表情威嚴，器宇軒昂。身着交領袍服，衣襬

寬廣，垂於地面。左側腰間佩長劍，劍首在前上翹，劍摽在後朝下。左手在後，右

手在前，雙手掌心朝着對面的人物 3 平推，好像在拒絶。人物 3 爲女性，戴有頭

飾，面部向左，似與人物 2 交談。身着交領袍服，腰間束有腰帶，衣襬寬廣，垂於

地面。右手向前作平攤狀，似對人物 2 有所傾訴。人物 4 爲女性，戴有頭飾，面

部向左，面部謹慎。身着交領袍服，腰間束有腰帶，下襬垂地。雙手平推，如扶持

狀。

（二）中層圖像：與上層不同，此層圖像所描繪的四個人物都是女性。人物 5、

6、7 的頭飾基本相同。人物 5 身着交領袍服，腰間束有腰帶，衣襬垂地。左手作

撓耳狀，從面部表情看，似在聽命人物 6 的訓示。人物 6 頭飾較前者繁縟高聳，

亦穿着交領袍服，衣襬亦較前者廣大。雙手向兩側攤開，面部表情嚴肅，嘴部張

開，似對人物 5 有所訓示。人物 7 緊隨人物 6，亦戴頭飾，着交領袍服，衣襬亦很

廣大。雙手斂於袖中。面部表情作傾聽狀，似在觀察和聽取人物 6 對人物 5 的訓

示，而無所表態。人物 8 没有頭飾，梳着髮髻，側身背對觀者，面部向左側，似在

遠處窺伺前三人。雙手似托物。身着袍服，衣襬甚窄。

（三）下層圖像：整個屏風圖像的左下，也即此層的左面，刻畫有雲霧繚繞的

山水圖案。近處有三折斷崖向遠山推去，給觀者以悠遠之感。人物 9 頭戴緇布冠，

着交領袍服，背負網格行囊，腰挎長劍，右手似持一物，右脚在前，左脚在後，褲

腿緊收，作疾馳狀，朝着山徑奔去。腦後的兩條冠纓並列朝上呈直綫飄揚，可見其

奔跑速度之快。人物 10 頭戴進賢冠，着交領袍服，腰挎長劍，雙手張開在胸前，

右脚在前，左脚在後，亦褲腿緊收，也作疾馳狀，像是在追隨前者。人物 11 頭戴

平巾幘，身着圓領袍服，右手持一兵器，左手前伸，面部表情驚愕，像是對前兩人

從他面前疾馳而過的一種反應。

這三層圖像畫面十分清晰，十一個人物的神情體態也刻畫得非常細緻生動，

可以説非常符合巫鴻先生對“情節型”繪畫構圖所界定的標準。可是，他們在做什

麼？三層畫面構成的是怎樣的一個主題？此却不像前兩塊東漢石屏風圖像所顯示的

“宴飲圖”“車騎出行圖”那麼直接明瞭。如果我們承認這是一件具有叙事性、不僅

僅是爲了“觀賞”而創作出來的畫作，那麼對這些人物的行爲動態，以及身份的揭

示則顯得尤爲重要。

從衣冠制度上看，人物 2 所戴的四角之冠應即玄冠，亦稱委貌冠。使用時以冠

纓縛繫，不用簪導。公卿、諸侯、大夫等常朝視事則戴之。戴時與朝服相配。其制

出於商周，漢魏六朝沿用，至隋才被淘汰，39 這種冠式在後來的《女史箴圖》《列女

仁智圖》中身份較高的男性形象中可以見到；其所着之袍服當是朝服，下襬顯得特

39.	 高春明《中國服飾名物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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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寬廣，拖垂於地面呈翻卷狀，尤顯尊貴氣象。尤其值得一説的是他的佩劍方式與

人物 1 相比存在着明顯的不同。此人劍首在前朝上，劍摽在後朝下，這原本就是一

種常態的佩劍方式。可是其身後人物 1 的佩劍，則是劍首朝下，劍摽後翹，這種

“反常”的佩劍現象其實在漢畫中並非罕見，最顯著的圖例就是河北望都 1 號漢墓

壁畫中所描繪的一列人物（插圖 12）。40 他們拱手彎腰，向着墓門中的主人鞠躬，而

所有的佩劍無一不是劍首朝下。解説者似未注意到這種現象，只是説：“畫中幾個

佩劍武士恭恭敬敬地鞠躬侍立，反襯了墓主人地位的顯貴。”41 其實這種“反常”佩

劍方式的存在，正從另一個角度“反襯”出墓主人地位的顯貴。另如河南許昌出土

的東漢迎賓畫像磚上，繪有一個人物站在闕門前，劍首朝下，俯首恭迎乘坐在軺車

上前來的貴賓（插圖 13）。42 在後來的《列女仁智圖》中，這樣佩劍的人物形象還反

復出現過（插圖 14）。可見這種佩劍方式所表達的是一種謙抑的姿態。因此，人物 1

劍首朝下，拱手彎腰站立在人物 2 的身後，説明其身份相對要低——在圖像中，他

是以人物 2 的隨從身份出現的。人物 2 的身份應該是一個君王，在圖像中地位最高。

人物 3 的頭飾稍有殘泐，但從右額露出的瓣狀物和後面竪立的三個瓣狀物看，

其與中層人物 6 的頭飾相似。據研究，這種頭飾即《詩經》中所謂的“副笄六珈”，

40.	 本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墓室壁畫全集 · 漢魏晋南北朝》（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圖版
84，頁 74。

41.	 本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墓室壁畫全集 · 漢魏晋南北朝》，附“圖版説明”，頁 31。

42.	《華人德金石搨片題跋作品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頁 197。

插圖 12 望都 1 號漢墓壁畫佩劍人物

插圖 13 河南許昌出土的東漢迎賓畫像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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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假髮髻上並排插戴六枚髮釵（笄）。在山東沂南漢墓、河南密縣打虎亭漢墓畫

像石、河北安平東漢壁畫墓及三國吴朱然墓漆盤等圖像中每有所見。這種佩戴方式

大約興起於東漢晚期，魏晋南北朝以後還流行了很久。43 戴有此種頭飾的都是地位

較高的女性，《詩 · 鄘風 · 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副者，后、

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别尊卑。”44《釋名 · 釋

首飾》：“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45

同時代的朱然墓漆盤中的貴族女性形象都是這樣的頭飾，有“皇后”“夫人”等不

同角色（插圖 15）；人物 4 也是女性，其頭飾亦不够清晰。從其袍服的衣襬來看，

明顯要小於前者，其身份顯然相較前者爲低。其雙手作扶持狀。在圖像中她跟隨在

人物 3 身後，而人物 3 的地位應僅次於可能是君王的人物 2，她很可能就是人物 2

的配偶——后妃。

從人物 5、6、7 三者的頭飾和服飾看，她們應該都是身份較高的女性，尤其

是人物 6。人物 8 没有頭飾，僅梳着髮髻，身着袍服，衣襬且甚窄，其身份應是侍

女。

最難判斷的是人物9和人物10的身份。相比之下，人物11的身份最不難確認，

此人幘而不冠，據同時代的學者蔡邕説：“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46

43.	 參見高春明《中國服飾名物考》，頁 174—175；揚之水《玉釵頭上風》，見氏著《古詩文名物新
證合編》（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頁 2。

44.	 毛亨傳，鄭玄箋《毛詩傳箋》（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三，頁
67。

45.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四，頁 36a。

46.	 蔡邕《獨斷》（乾隆庚戌抱經堂校刻本）卷下，頁 13b。對冠、幘的詳細研究，參見孫機《進賢
冠與武弁大冠》，見氏著《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57—178。

插圖 15 三國吴朱然墓出土漆盤中女性人物

插圖 14  《列女仁智圖》中的佩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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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此人身份不高。又據其右手所持的兵器看，似是一柄長斧，漢畫中類似形象的

人物多是門吏或武士，而此人應該就是。在畫面中，他此刻正在守門，而人物 9 背

着行囊衝出門外，人物 10 緊隨其後，奔向遠山，令他表現出一種驚愕的神情。

至此，我們對這幅屏風畫像的認識，較前面的描述又進了一步：如果人物 2

和人物 3 的身份分別爲君王和后妃的推測不誤，結合其他人物的身份及表現，這塊

屏風畫像上似乎上演的是一齣“宫廷歷史劇”——只是劇情人物尚待揭示。

四 石屏風圖像的叙事主題

(一 ) 漢代文物圖像中的“吴越之事”
春秋時期地處長江中下游的吴國和越國，作爲長期的戰争對手，非常有名，

因此“吴越”成爲相互之間關係不好的代名詞。47 公元前 496 年，吴王闔閭因在與

越王勾踐的戰鬥中病傷而死，其子吴王夫差誓爲報仇。三年後，夫差果然打敗了勾

踐，爲父報了仇。勾踐乃退守會稽，使大夫文種飾美女寶器，賄賂貪財好色的吴太

宰嚭以求和。夫差聽了太宰嚭的話最終答應了求和，而伍子胥數次諫諍，却落得個

賜劍以死的下場。48 以上的記載見於“正史”《史記》，接受越國美女的只是太宰嚭，

而後來的《越絶書》和《吴越春秋》所載則將之變成了吴王夫差。《越絶書》記載

非常簡單：

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吴王。……申胥諫曰:……

吴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49

《吴越春秋》則記載得非常詳細，且充滿情節：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吴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

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

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

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

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吴。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

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帚之

用。”吴王大悦，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吴之證也 。”子胥諫曰：

“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

47.	 平勢隆郎著，周潔譯《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周春秋戰國》（講談社 · 中國的歷史）（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277。

48.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頁 1468—1472；又同書卷
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頁 1739—1744。

49.	 李步嘉《越絶書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十二“越絶内經九術”，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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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

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

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绤，是人不死，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

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吴王不聽，

遂受其女。50

這個故事以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踐二人爲主綫，由吴國大臣伍子胥、太宰嚭，

越國大臣范蠡、文種和民間美女西施、鄭旦幾個人的加入而展開。故事大概是説：

吴王夫差荒淫好色，於是越王勾踐接受大夫文種的計策，訓練國中的兩個美女西施

和鄭旦成爲“美女間諜”，去蠱惑夫差。三年後，命相國范蠡將二人送往吴國，進

獻給夫差，夫差大爲高興。伍子胥深知這是越國的美人計，力諫阻止，而夫差根本

不聽。由此，吴王夫差和美女的故事就這樣傳播開來，他從此被定格爲歷史上的一

個因“好色”而亡國的君主；相映之下，伍子胥則成爲歷史上一個因諫諍而死的忠

臣。

吴王夫差與美女，以及伍子胥諫諍的故事，同樣在漢代的文物圖像中也有所

體現。襄陽擂鼓臺 1 號西漢早期墓中出土有一件漆奩，其盖内和内底繪有兩個圖像

（插圖 16）。51 據張瀚墨先生考證，這兩個圖像所表達的是一個連續的叙事——就是

《越絶書》和《吴越春秋》中記述的越王勾踐向吴王夫差進獻美女西施、鄭旦故事

的情節與過程。對於圖像人物的具體所指，他在文中已作了很細緻的指認，這裏不

再繁引。爲更進一步地論證這兩個圖像與主題的關聯性，以及主題的傳播與演變，

他還援引了傳世的幾種以伍子胥題材爲主題的漢代銅鏡上的圖像。這些銅鏡背面，

有端坐在圍屏中的“吴王”，有昂首佩劍、怒目相向的“忠臣伍子胥”，有跪在“越

王”面前似在聽命的“范蠡”（或作“范池”“范施”），還有並肩站立、儀容嫻雅的

“王女二人”（或作“越王二女”）（插圖 17）。他總結道：“伍子胥主題銅鏡裝飾和擂

鼓臺漆奩圖畫中二男、二女人物構圖的高度一致性，尤其是上面分析的《越絶書》

和《吴越春秋》所記越國施美人計陷吴的叙事内容，爲我們提供瞭解讀擂鼓臺漆奩

圖畫的鑰匙。我認爲，奩盖内面上按照逆時針方向排列的四組圖畫和奩身底部内面

上的三組圖畫，一起構成了一則情節連貫的叙事，講述的就是伍子胥故事的一個版

本，而這個版本與前面提到的《越絶書》和《吴越春秋》裏的相關描述有着非常緊

密的聯繫。”52 這樣的觀察是十分敏鋭的，論證也很充分有力，使得文獻與文物、文

物與文物之間得到了恰當的互釋和勾連。

1931 年朝鮮平壤東漢樂浪王光墓中出土了一件漆畫彩篋，除了中間的藤編部

50.	 趙曄《吴越春秋》（江蘇地方文獻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卷九“勾踐陰謀外傳”，
頁 122—123。

51.	 襄陽地區博物館《湖北襄陽擂鼓臺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1982 年第 2期，頁 147—154；彩
圖見李正光繪編《漢代漆器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20—21。

52.	 張瀚墨《襄陽擂鼓臺一號墓出土漆奩繪畫裝飾解讀》，《江漢考古》2017 年第 6期，頁 71—83。

插圖 16 襄陽擂鼓臺 1 號西漢墓出土漆奩圖像

插圖 17 上海博物館藏漢代伍子胥銅鏡及拓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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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木質框架上皆繪滿了漆畫人物，且大多數都寫有隸書榜題（插圖 18）。53 我特别

注意到了其側面兩隅的一組漆畫人物圖像。由於僅能看到一面的人物，另一個人物

在另側無法看到，因而要通過展開圖才便於説明（插圖 19）。

這組圖像從左看起，呈現出“侍郎、吴王、（藤編）、無名氏、美女”這樣一

個圖式。據伍子胥題材銅鏡上昂首佩劍、怒目相向的“忠臣伍子胥”形象判斷，

這個“侍郎”的原型應該就是伍子胥。雖然在這裏其面目表情没有銅鏡上那麼誇

張，但其右手執劍，左手作拒絶狀，還是能够表達出伍子胥人物形象特徵的；“吴

王”在鏡中是端坐於圍屏之内，在這裏則是起身站立，在胸前張開雙手，面部表

情嚴肅，面對無名氏好像作接納狀；無名氏腰佩長劍，兩手張開，左手舉過頭頂，

像是在和“吴王”對話。“無名氏”的原型應該是范蠡，因爲在《吴越春秋》的記

述中，是他帶着美女到吴國進獻給吴王；無論是在文獻記載中，還是擂鼓臺西漢

墓漆奩和銅鏡圖像中，美女都是兩人，但這裏只畫了一個雙手攏於胸前的“美

女”，應該是受載體的限制，象徵性地畫了一個“美女”，具體指的是西施或是鄭

旦，並没有太大的意義。1933 年，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對彩篋漆畫圖像作了全面

考證。他對這組圖像考證是：

右在匧（篋）之四隅。每二隅相對畫之。此盖獵雜（引按：即拉雜）畫

吴楚王后之像，非有本事可斥。錢氏坫《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録》載“唐放漢

53.	 朝鮮古蹟研究會《古蹟調查報告（第一）· 樂浪彩篋塚》（東京：朝鮮古蹟研究會，1934），圖版
45、46。

插圖 19 樂浪彩篋側面兩隅漆畫人物展開圖一插圖 18 東漢樂浪王光墓出土彩篋側面

→ 藤編 ←

侍郎 吴王 無名氏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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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氏鏡”，畫吴越之事，略有圖像，其旁題：曰“吴王”，曰“越王”，曰“越

王二女”，曰“范蠡”，曰“忠臣伍子胥”。亦此類 54。

吉川幸次郎似乎對《史記》《吴越春秋》等文獻記載未加參證，以爲“非有本

事可斥”。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注意到清人錢坫《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録》

一書所載的一枚“唐放（同仿）漢鄒氏鏡”背面的圖像，圖像所描繪的正是“吴越

之事”。55 我們找出錢坫這本原書，見到這枚所謂的唐代仿製的“漢鄒氏鏡”摹本

（插圖 20），其實與前面提到的伍子胥題材的漢代銅鏡構圖上並無二致。56 雖然此鏡

是唐代的仿製品，但母本則是漢鏡，所以從資料的角度看，不妨視爲漢鏡的一種

“摹本”。原考釋者錢坫對上面的圖像“未識何所取義”57，表現得一無所知，這却被

外邦學者敏鋭地察覺到了，使彩篋上這組圖像“吴越之事”的主題獲得了更進一步

的確認。

54.	 吉川幸次郎《樂浪出土漢匧圖像攷證》，朝鮮古蹟研究會《古蹟調查報告（第一）· 樂浪彩篋塚》，
頁 6。

55.	 錢坫《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録》（附於《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後，清嘉慶元年刻本）卷二，頁
8b—9a。

56.	 在張瀚墨文中所圖示的幾面銅鏡中，構圖細節上各自存在稍微的不同。以乳釘所區隔的四個畫面
順時針方向看 :（1）圖五、圖六、圖七、圖一〇是吴王 / 伍子胥 / 越王、范蠡 / 兩美女；（2）圖
八（即圖九拓片的原物）、圖一一是吴王/伍子胥/兩美女/越王、范蠡。“唐放漢鄒氏鏡”與第（1）
類同。

57.	 錢坫《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録》卷二，頁 9b。

插圖 20 錢坫《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録》所載唐放漢鄒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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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黑松林屏風圖像與樂浪彩篋的兩組圖像
從擂鼓臺漆奩—伍子胥主題銅鏡—樂浪彩篋漆畫三種西漢早期至東漢晚期的

文物圖像中，我們看到了以吴王與美女爲主綫發展的“吴越之事”主題。儘管這三

種不同載體上的圖像，構圖上存在較大的差别，繪畫手法上也各有不同，導致場景

的刻畫也有所不同，但不得不承認，它們圖像叙事主題所采用的母本應來源於某種

不晚於西漢早期至東漢晚期、與《越絶書》和《吴越春秋》叙述非常近似的版

本。58 唯有這樣來理解，才不會落入“今人研究畫像多喜以文獻比對畫像，强畫像

以符合文獻”59 的窠臼。

許多漢畫像上都寫刻有榜題，然對於没有榜題的畫像，就需要尋求“格套”

來解决，“因爲漢代的畫像有一定的格套，不同的内容會依一定的格式化的方式呈

現，因此觀者只要熟悉這些格套，不需要文字榜題的幫助，就能够瞭解畫像的内

容”60。黑松林屏風畫像内容顯然不是今天的人們一望便知的、具有顯性格套的作

品；儘管我們已努力地研讀了《吴越春秋》中存在的可能性記述，但還是不敢將這

些“可能性”輕易地轉化爲相應的“榜題”，來揭示、匹對這幕“宫廷歷史劇”中

的情節與人物。黑松林屏風畫像的主題是否與“吴越之事”有關？還需要作更多的

觀察，爲它尋求到有效的“格套”後方能定論。

將樂浪彩篋轉到另一個側面，還有一組榜題爲“楚王”的圖像。我們驚奇地

發現，其構圖上與屏風上層的圖像高度相侔。亦見展開圖（插圖 21）。

此圖也是從左看起，呈現出“侍者、楚王、（藤編）、皇后、美女”這樣一個

圖式：“侍者”的表情謙恭，兩手作揖。與屏風人物 1 的表現極爲相似。“楚王”的

身姿向右微側，雙手在胸前張開，面部表情和悦。儘管與屏風人物 2 嚴肅的表情不

同，身姿却較相似。前面已經判斷人物 2 的身份是君王，其身份也能得到對應。對

面的“皇后”，其兩手張開，像是將身後的“美女”向“楚王”引薦，與屏風人物

3 的表情動作近似。她的身後也站着一位雙手攏於胸前的“美女”，形象上和“吴

王”圖像中的“美女”幾乎没有差别，與屏風人物 4 的動作和站位也十分吻合。那

這位“楚王”是誰？圖像主題爲何？我們翻閲了《史記》，他應該就是曾經“問鼎

中原”而“一鳴驚人”，最終完成霸業的楚莊王熊侣。楚莊王原先也是位好色的國

君，後來聽從了勸諫而改過自新。《史記》中這麼記載：

58.	 張瀚墨也説：“我認爲，奩盖内面上按照逆時針排列的四組圖畫，和奩身底部内面上的三組圖畫，
一起構成了一則情節連貫的叙事，講述的就是伍子胥故事的一個版本，而這個版本與前面提到的
《越絶書》和《吴越春秋》裏的相關描述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繫。”又説：“根據這一觀察，《越絶
書》和《吴越春秋》可能只不過是若干此類故事當中的兩個版本而已。”見張瀚墨《襄陽擂鼓臺
一號墓出土漆奩繪畫裝飾解讀》，《江漢考古》2017 年第 6期，頁 71—83。

59.	 邢義田《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見氏著《畫爲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
中華書局，2011），頁 136。

60.	 邢義田《漢代畫像内容與榜題的關係》，見氏著《畫爲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頁 6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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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

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

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

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

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

説。61

這個叙述完全與這組圖像的主題並不匹配，其中雖然有“左抱鄭姬，右抱越

女”的描繪，出現的勸諫人物却是伍舉和蘇從，而不是“皇后”。與此圖像主題相

匹配的叙述，應是劉向的《列女傳》：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

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

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

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

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

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

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61.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楚世家”，頁 1700。

插圖 21 樂浪彩篋側面兩隅漆畫人物展開圖二

→ 藤編 ←

侍者 楚王 皇后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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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

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

王悦。62

這段文字先述楚莊王好狩獵，樊姬勸諫不聽而“不食禽獸之肉”之事。傳爲

東晋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中就描繪過這個題材（插圖 22）。63 緊接着叙述樊姬爲了

勸説楚莊王納賢，而不斷向他引薦比自己賢能的多位美女表示勸諫。對照此組圖像

人物：這個“皇后”（應作“王后”，樊姬實際身份是王妃）的原型就是樊姬；同樣

由於載體的限制，不可能完全依照故事繪出衆多的美女，因此她身後也只能和第一

組圖像那樣象徵性地畫了一個“美女”。

通過對樂浪彩篋側面這兩組漆畫人物圖像主題與構圖的揭示，反倒讓人有些

無所適從起來。黑松林石屏風畫像所描繪的主題到底是吴王夫差的故事，還是楚王

熊侣的故事？從構圖上看，石屏風畫像與“楚王”圖像近乎一致，難道所描繪的主

題是楚莊王和樊姬的故事？我們不妨再將視綫下移，通過對石屏風中下兩層圖像畫

面人物與場景的分析，應該會得出合理的答案。

石屏風中層圖像描繪的是四位女性形象，據前面所作的描述：人物 5 左手作

撓耳狀，從面部表情看，似在聽命人物 6 的訓示；人物 6 頭飾較前者繁縟高聳，

亦穿着交領袍服，衣襬亦較前者廣大。雙手向兩側攤開，面部表情嚴肅，嘴部張

開，似對人物 5 有所訓示。這樣的場景不禁讓我們想起《吴越春秋》中西施、鄭旦

被送往吴國前三年内“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的記述來。與

此層的人物場景對應，人物 5 是象徵着西施、鄭旦的美女，那人物 6 和人物 7 應

當就是訓練她們“容步”的兩位越國女官（儘管文獻中並未提到）。姚晨辰注意到

此層圖像最左側美女身後的一個物件，他形容爲“長條狀圓柱形物件”，並據江西

南昌東晋雷陔墓出土的宴樂圖漆平盘圖像左側的一棵花冠狀樹（插圖 23），64 懷疑此

物是神話傳説中的扶桑木或建木。而事實則應如繆哲先生所言：“這花冠化的樹，

可以是任何樹（解爲某樹時，須有直接的證據），也不必是任何樹的。它偶爾有意

義，但大多是背景或裝飾。”65 但無論怎樣，圖像上所顯示出的這個物件是長條形的

扁平板狀物，和神木扯不上關係。結合此層的場景，我倒覺得有點像是測量身高的

器具，因爲此時美女正在接受儀態方面的培訓，有這樣一件器具的出現似不令人意

外。姑作推測，非敢定讞也。最右側的没有頭飾的人物 8 不用過多解釋，她只是起

到烘托場景作用的一個侍女形象，在構圖上亦可作爲一個用以平衡畫面的“補白”。

前面曾指出屏風下層圖像中的人物 9 和人物 10 的身份最難判斷，經過以上的

62.	 梁端《列女傳校注》（清道光丁卯錢塘汪氏振綺堂刻本）卷二“賢明傳 · 楚莊樊姬”，頁 4b—5b。

63.	 由於唐摹本《女史箴圖》這部分已缺失，現在能看到的是宋代白描本上的圖像。這兩件作品分别
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和故宫博物院。

6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火車站東晋墓葬群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 2期，
頁12—41。

65.	 繆哲《以圖證史的陷阱》，《讀書》2005 年第 2期，頁 140—145。

插圖 22 宋白描本《女史箴圖》中的楚莊王與樊姬

插圖 23 江西南昌東晋雷陔墓出土的宴樂圖漆平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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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似可試作這樣的推測：人物 9 形象上最突出的特點是背負着網格行囊，右手

似持有一物，朝着遠處的山徑疾馳。據《史記》記載，越國被吴國打敗後，越王勾

踐接受范蠡“卑辭厚禮”於吴國的策略，派大夫文種放下姿態前往吴國送禮求和，

“吴王將許之”，却被伍子胥諫止。“（文）種還，以報勾踐”，勾踐很是害怕，“欲殺

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被文種勸止。後來想到先向貪鄙的太宰嚭行賄，送上

美女寶器的辦法，於是文種再一次趕往吴國。太宰嚭接受了賄賂，在吴王面前替越

王説好話，伍子胥又出來諫止，但吴國還是“卒赦越，罷兵而歸”66。似可以這麼認

爲，文種兩次去往吴國都帶了豐厚的財物以行賄，人物 9 所背負的行囊正喻義爲用

於行賄的豐厚財物。如此，這層圖像所描繪的場景越發地清晰起來，人物 9 應該就

是越國的大夫文種——由於身負急於向吴國議和的王命，他背負着滿滿的財物奪門

馳出，而遠處雲霧繚繞的山水，象徵着必須跨越的通往吴國的綿延山川。67 至於人

物 10，他是隨員抑或是范蠡，尚不明瞭。

答案已經很明確，這塊石屏風畫像上所描繪的無疑是吴王夫差的故事。然而

石屏風畫像上層圖像的構圖，爲什麼會與樂浪彩篋“楚王”圖像近乎一致，反而不

采用和主題相關的“吴王”圖式呢？伍子胥、范蠡這兩個具有鮮明色彩的形象淡

出，而替换爲概念化了的“侍者”和“皇后”，其目的何在？我認爲這很可能是出

於畫匠根據當時的喪葬需要而作出的某種策略性調整。從西漢開始，已有不少達官

貴人預修墓園，東漢更爲普遍。如果於生前造墓，墓主就有機會依照己意，决定身

後的相關安排，包括墓中應如何刻畫裝飾。死者生前未造墓，也可以遺囑，交待家

人自己下葬的地點、儀式、陪葬品、墓的大小和裝飾方式，等等。來不及交待的，

則由家屬代爲决定一切。當然，在創作上，石工和畫匠也有一定的自主性。68 這些

因素對於理解這個問題很有幫助，這裏即據以試作推斷：曹植説“存乎鑒戒者，圖

畫也”69，從繪畫性質上講，樂浪彩篋的“吴王”和“楚王”兩組圖像與石屏風上的

圖像，同屬於“鑒戒圖”的範疇，具有將“以史爲鑒”轉化成“以圖爲鑒”的功

能。作爲春秋時期兩位都因沉湎女色的國君“吴王”和“楚王”，他們的結局却不

一樣，一位執迷不悟、身敗名裂而亡國，一位則聽從了勸諫而成就了霸業。這兩個

故事因此成爲歷史上具有諷諫意義的素材，教導後世的君主要引以爲鑒。通過這兩

個正反兩面的故事，兩組圖像被畫師巧妙地安排在了彩篋的四角，同時也可被我們

用作揭示石屏風圖像主題的“格套”。今之所惑，在當時的畫匠眼裏未必是個問題，

正如邢義田先生所强調的“格套不是一套僵硬的規範，而是隨概念、空間和時間有

不同的變化”70。畫匠們可以根據喪葬情况的需要對畫面主題作一些策略性的調整，

66.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一“越王勾踐世家”，頁 1740	—1471。

67.	 姚晨辰認爲山水圖像表達的是“昆崙仙山”也是很有問題的，依然没有擺脱對這幅圖像是“仙
境”的誤解。

68.	 邢義田《漢碑、漢畫和石工的關係》，見氏著《畫爲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頁 47—48。

69.	 張彦遠著，秦仲文、黄苗子點校《歷代名畫記》（中國美術論著叢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3）卷一“叙畫之源流”引，頁 3。

70.	 邢義田《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見氏著《畫爲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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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同屬於“鑒戒圖”性質的石屏風圖像在創作它的畫匠手裏，其主題也可以作出

調整，甚至替换。因而再進一步猜想：直接以因好色而亡國的“吴王”形象作爲屏

風圖像的主題，似乎並不光彩，人物 2 作爲圖像中身份地位最高者，很可能是對具

有高貴身份墓主人的隱喻。如果不作調整，照搬彩篋上類似的“吴王”形象格套，

自然會產生貶損墓主人形象的反作用。總之墓主人要以“正面的形象”出現。還要

看到的是，M4 這座墓葬是夫妻合葬墓，如果再照搬彩篋上那個被指認爲“范蠡”

的無名氏，在性别上也不符合夫妻合葬的性質。而“楚王”雖然亦因好色而留名，

但最終却留下了很好的名聲，他的妃子樊姬更是具有賢淑品格的女性。如果在站位

上將帶着美女來引誘吴王的“范蠡”，策略性地替换爲懷有勸諫目的而引薦美女給

楚王的樊姬，將人物 3 比喻爲具有樊姬那樣品行的王妃，也是對女性墓主高貴身份

的一個具有表彰意義的隱喻。雖然人物儀容、形態等形象細節上的改變，會導致主

題的情節産生變化，但大的主題框架不變，作局部“修飾”，反而更有助於突出主

題。伍子胥、范蠡形象的淡出和“皇后”形象的淡入，也就淡化了這個歷史故事原

本的負面效應。

屏風自來就被當作一種理想的“鑒戒圖”的載體，而劉向的《列女傳》則爲

畫家們創作這類題材提供了“有用”的素材。劉向寫作此書的目的在於“以戒天

子”，他還曾與其子劉歆將其中的内容畫於四堵屏風之上，帝王成爲他心目中的假

想讀者和首選觀衆。71 相比於前面所舉的宴飲圖和車騎出行圖兩塊東漢石屏風，這

塊具有《列女傳》因素的黑松林石屏風，實際的規格應該更高，同時也增加了墓葬

M4 是孫吴皇室高規格墓葬的可能性。

至此，我們應該已經破解了這塊石屏風圖像的主題，這齣“宫廷歷史劇”的

人物情節也被揭示出來。如果將觀賞這個畫面情節比喻爲“看電影”，觀衆可以通

過兩種方式加以觀看：（一）自上而下。這部“電影”所呈現的是“倒叙”手法，

觀衆通過結尾（上層圖像），再回顧劇情（中層、下層圖像）是如何開始的；（二）

自下而上。這部“電影”所呈現的則是“正叙”手法。那就從頭看起吧。

五 “收拾叢殘”：殘碎的屏風Ⅱ圖像及後室門楣圖像

（一）屏風Ⅱ——另一塊屏風殘剩圖像發覆
非常可惜的是，屏風Ⅰ另一面的圖像已經風化，根本無從辨識；屏風Ⅱ出土

時已碎作六塊不規則的石塊，它的兩面還略微殘存着一些圖像，和屏風Ⅰ的 a 面

的構圖、布局尚能看得出非常之相似。如果這些圖像至今依然完好，其意義自毋庸

多言，但時間並没有把這兩塊石屏風的其他三個面完整地保護好，我們惋嘆之餘，

無妨“收拾叢殘”。

經過細緻辨認，發現屏風Ⅱ的 a 面的中層兩個女性人物，與屏風Ⅰ的 a 面中

層的人物 4（美女）、人物 5（越國女官）極其相似，説兩者是 copy 的關係也並不

71.	 巫鴻著，文丹譯《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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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這似乎表明兩塊屏風的四面圖像之間，主題上有着密切的聯繫，甚至是四面

圖像連續表達的是一個更大的主題，就像是四頁連環畫。該面同層，也就是這兩個

女性畫面的最右側，還站立着一個鬑鬑有鬚的男性，此人頭戴的也是玄冠，冠纓上

揚，身着下襬寬廣且翻卷的袍服，雙手斂於胸前，左腰佩戴長劍，神情凝重，看着

圖左的女性（插圖 24）。此層圖像讓我立刻意識到，這面圖像的主題與前面所討論

的屏風Ⅰ的 a 面圖像的主題存在着密切的關聯。尤其是這個男性，與前面揭示的

被認定爲吴王的人物 2，無論是冠式、服裝，還有佩劍方式都有高度的相似性，説

明此人的身份與吴王接近，也是個君主。因此我認爲，此人應該是越王勾踐。在屏

風Ⅰ的 a 面圖像中，美女和越國兩個女官，還有一個侍女，四人處在獨立的一層

場景中，而這裏又添入了一個越王勾踐，這説明了什麼？最合理的解釋應爲：這是

越王正在視察兩位女官訓練美女，因爲這是關乎越國生死存亡的“政治任務”，他

必須出現。由此推導，這塊屏風的這一面圖像所描繪的是越國的場景，而其 b 面

所展示的原本也應是相關的主題。再進一步推導，根本無法辨認的屏風Ⅰ的 b 面，

也與 a 面的主題相關，所展示的應該是吴國的場景。這樣，就將“吴越之事”的

圖像，更趨於完整地勾勒了出來。

插圖 24 屏風Ⅱ a 面中層人物拓片及摹本



053

（二）後室門楣圖像
本文並不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考古報告，初衷是介紹和粗淺地討論一下石屏

風上的圖像而已。思來想去，若將這座墓葬後室門楣上的圖像棄之不顧，總覺得

拙文發表後會有“追悔莫及”的憂慮。從資料的充實和完整性看，也同樣會感到

缺憾。

本文插圖 3 已經展示了該墓後室門楣圖像的兩幀照片：一是繪有人物的原石

照片，另一是拓片尚未揭下，繪有雲氣紋的照片。這裏只談前一種，改用拓片和綫

圖加以描述（插圖 25）。

記憶中，這張拓片還不是整個門楣的圖像，其長 97 釐米、高 30 釐米，而據

前室内寬爲 6.2 米計算，則此門楣的相應長度也應與此相當。也就是説，現在所見

的這張拓片僅存原石圖像的六分之一左右。與屏風上的圖像一樣，門楣上的圖像所

采用的也是陰綫刻製技法，却相對粗壯些。從左向右看：第一個人物頭戴進賢冠，

面部表情謙恭，冠纓上揚，身着袍服，雙手持笏，左腰佩長劍；第二個人物頭戴進

賢冠，回首在與第一個人物交談，亦冠纓上揚，身着袍服，雙手持笏，左腰佩長

劍；第三個人物頭面部已殘泐，身着袍服，下襬寬廣翻卷，左腰佩長劍。從整個儀

態看，此人與屏風Ⅰ中 a 面的“吴王”很像；帷幔下綬帶上掛有玉璧，所表現的

似在朝堂一類的場所，但由於第四、第五個人物都已看不清，整個圖像的場景主題

插圖 25 M4 後室門楣人物拓片及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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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從知曉，是否與屏風上的主題有聯繫，亦未可知。

可惜屏風Ⅱ兩面的圖像大多已朽，後室門楣上的圖像也不能睹其全貌，留給

我們的是滿滿的猜想，頗有幾分錢牧齋所謂“叢殘篇什少詩題”的意味。

六 觀賞：回看三國畫史	

前面對“不爲觀賞的畫作”的討論連篇纍牘，這裏，我們回歸“觀賞”，開始

一趟賞心悦目的審美體驗。

（一）三國繪畫資料的情况
漢代帝王與屏風的故事多見記載，吴帝孫權、孫亮就是一對不光喜愛屏風，

更喜愛屏風畫的父子。孫權命曹不興畫屏風，落墨成蝇的故事，著於畫史；72 孫亮

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耗費巨大財力製作了鏤繪有瑞應圖一百二十種的琉璃屏風，

亦見於載籍。73 對屏風的偏愛似乎是孫吴家族的“傳統”，黑松林的兩塊石屏風又

像是一種“印證”，具有非凡的意義。説它們是三國畫史上的“重器”，亦不爲過。

首先，有必要對三國繪畫史的相關情况稍加回顧。

對於三國繪畫的研究一直很難深入下去，原因在於文獻和考古資料都很缺乏。

唐代張彦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的三國畫家，魏國有曹髦、楊修、桓範、徐邈；

吴國有曹不興、吴王趙夫人；蜀國有諸葛亮及其子諸葛瞻。74 總共還不到十人。甚

至有觀點認爲，“其見於記載者，除曹不興外，幾無一真正之畫家”75。隨着考古事

業的發展，實物資料逐漸增多，三國畫史遂大致可談。鄭岩先生的《考古發現的三

國繪畫：想象中的彼岸世界》就是一篇“將文獻中的故事片段和地下出土的實物材

料拼綴起來”的三國繪畫“簡史”。76 該文羅列了大量的三國考古繪畫資料，讓讀

者能够鳥瞰三國繪畫的實物信息和藝術特色，也讓讀者看到：資料相對較多，較易

於討論展示的是魏國繪畫；蜀國因爲漆器製造業的發達，尚有大量的漆器畫存在，

也不是太難討論；吴國的繪畫，只能舉出一些出土於兩座吴國墓中的漆器畫，而這

些漆器却很可能依然是屬於蜀國的産品。77 因而可以説，近世的美術史家從未真切

地見到過孫吴繪畫。78

72.	 這個故事，另一記載的主角是楊修與曹操。

73.	 崔豹《古今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下，頁 6a。

74.	 張彦遠著，秦仲文、黄苗子點校《歷代名畫記》卷四“叙歷代能畫人名”，頁 103—106。

75.	 俞劍華《中國繪畫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上册，頁 26。

76.	 鄭岩《看見美好：文物與人物》（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頁 34—48。他還在《大衆考
古》2013 年第 3期發表了普及性的《考古發現中的三國繪畫：想象中的彼岸世界》一文。

77.	 一是安徽馬鞍山雨山區吴國朱然墓出土大量漆器上的畫，二是江蘇南京江寧上坊大型孫吴墓出土
一個漆器盖上的漆畫。

78.	 在那次蘇博召開的討論會上，鄭岩先生又强調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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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松林石屏風的“刻”與“畫”
總體而言，三國繪畫基本上延續的還是東漢的傳統，特别是題材上有多大的

明顯突破還談不上。如果可以一談的，我想應該是筆墨綫條和陰綫雕刻技法兩點。

東漢後期，紙張逐漸取代了面幅狹窄的竹木簡，受到書法家的喜愛。當時左

伯所造之紙最爲有名，與同時代的張芝筆、韋誕墨並稱妙物。六朝人記載中的張芝

（？—約 192，字伯英）書跡都是寫在縑紙之上，再早的書家則不聞有紙本流傳。

縑紙之篇幅遠遠大於簡牘，加上與之適應的毛筆，寫草書能利縱捨之便。79 張芝所

創造的草書風格，連綿不絶，故有“一筆書”之譽，被稱爲“今草”：

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

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唯

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

即此也。80

他的草書被時人所仰慕，習仿者甚至到了癡狂的程度，同時代的文學家趙壹

對此情形就作過誇張的描述。81 書寫載體的改變，導致了書法風格上的丕變——“一

筆而成”，可以説是書法技法形式上的一種巨大突破；“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

更成爲對草書綫條用筆技巧的一種贊賞。書法的進步影響到了繪畫，雖然當時繪畫

題材上固守成規，仍具有保守性，還没有大的突破，但書法創作上的突破，給繪畫

綫條的表現提供了一個突破口，於是“畫衣紋林木，用筆全類於書”82，被看作“書

畫用筆同法”。到東晋時期，顧愷之等畫家又將此推向了極致。張彦遠這樣寫道：

顧愷之之蹟，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

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

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脉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

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

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83

在文人畫興起之前，人物畫居於主流。顧愷之已經是東晋（317—420）時人，

但他依然説“畫，人最難”84，他的主要成就還是反映在人物畫方面。人物畫雖然仍

79.	 華人德《中國書法史 · 兩漢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 186—188。

80.	 張懷瓘著，范祥雍點校《書斷》上“草書”，《法書要録》（中國美術論著叢刊）（北京：人民美術
出版社，1964）卷七，頁 240。

81.	 趙壹《非草書》，《法書要録》卷一，頁 2—4。

82.	 郭若虛著，黄苗子點校《圖畫見聞誌》（中國美術論著叢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卷
一“叙書畫製作楷模”，頁 9。

83.	 張彦遠著，秦仲文、黄苗子點校《歷代名畫記》卷二“論顧陸張吴用筆”，頁 23。

84.	 張彦遠著，秦仲文、黄苗子點校《歷代名畫記》卷一“論畫六法”，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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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題材的限制，但綫條的表達獲得了自由，其中對衣紋的表現最見功夫，郭若虛

説：“嘗考前賢論畫，首稱像人。畫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

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85 這些特點，我們在黑松林

屏風上已經能够清晰地見到。當然，“不比不知道”，只有通過比較才會有更清晰的

認識。因此，我們選取的比較對象是時代稍早、也屬東漢晚期，大致在公元 2 世紀

中葉或稍後的朱鮪石室中的畫像。86

朱鮪石室位於山東省西南部金鄉縣西三里李莊村東，室内的畫像作爲漢畫像

石名品受到歷代學者的廣泛關注。蔣英炬、楊愛國等先生的《朱鮪石室》是集成之

作，爲我們提供了簡便易得的資料和非常值得參考的學術見解。作者對石室畫像的

雕刻與繪畫藝術特色作有很周到的描述：漢代畫像石是繪畫和雕刻相結合的藝術。

在雕刻之前，一般先要在石面上畫出各種物象底稿，然後再沿畫出的綫條用刀雕刻

出成型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畫師的技巧成熟與否，决定了畫像石作品的優劣。

在漢代畫像石藝術的造型表現中，陰綫刻占據着主導地位，這和中國傳統以綫條爲

主的繪畫是一致的，故在雕刻中表現出繪畫的特點。在山東、江蘇北部爲中心的地

區，陰綫刻是畫像石最基本、應用最廣泛的雕刻技法，且前後延續時間長，與此地

畫像石的興衰相始終。西漢時期，畫像石多采用綫刻表現，綫條粗直，風格樸拙，

顯現早期的特點。至東漢，綫刻表現纖細、剛勁，至晚期綫條表現更爲成熟，綫條

流暢、細緻、圓潤，顯示出華麗的畫像風格。經過長時間的應用發展，陰綫刻成爲

山東地區一種最成熟的雕刻技法。相比而言，朱鮪石室畫像綫條表現更像用筆，有

筆斷意不斷的感覺。朱鮪石室畫像的人物、器物等造型更顯示出高於其他畫像的成

就。如武梁祠畫像，綫刻技法也可謂綫條流暢，表現細膩，但其物象整體來説更像

85.	 郭若虛著，黄苗子點校《圖畫見聞誌》卷一“叙自古規鑒”，頁 4—5。

86.	 巫鴻著，柳揚、岑河譯《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頁 84，注 35。

插圖 26 朱鮪石室北墻畫像展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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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或側面的剪影（尤其拓片效果分明），不論减地後使物象明顯突出，畫像都是

有上下、左右之分。物象本身都是平面的，没有立體感。而朱鮪石室畫像，尤其是

人物畫像，都是側立面，不論是人物的臉部、手部，以及人物的衣着、衣紋等表

現，都給人以三維的立體感覺（插圖 26）。87

黑松林屏風畫像的確切年代雖不可知，但晚於朱鮪石室畫像，定於三國時期

（220—280）絶無問題。若與朱鮪石室畫像對比，我們還是能够清晰地看到兩者雕

刻技藝與繪畫風格上存在的明顯差異，而這些差異又傳遞出時代及地域風格之間的

差異：朱鮪石室畫像的綫條“更像用筆”，有“筆斷意不斷的感覺”，説明其從雕刻

技藝上已開始擺脱之前如武梁祠之類畫像的那種猶如“剪影”般、具有明顯塊面感

的减地平面綫刻技法。但與黑松林屏風畫像相比，朱鮪石室畫像則顯得具有塊面

感，這一方面與它仍部分地保留减地刻法有關。如在卷雲紋和帷幔的表現手法上，

可以看出其周邊做了淺淺的鏟地處理（插圖 27），而黑松林屏風畫像則完全是綫刻

（插圖 28）。另一方面，在人物描畫上，朱鮪石室畫像也依然顯示出没有徹底擺脱塊

面造型的特徵。如下兩張圖像顯示：圖 29 左幅人物體態粗壯，頭部和身體的比例

不甚協調，特别是一隻碩大的右手，更感到比例失調。整個描繪給人的感覺有些僵

硬；圖 29 幅右描繪的是一對男女，女性較爲消瘦，男性壯實。相比圖 29 左幅，

87.	 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編，蔣英炬、楊愛國、蔣群著《朱鮪石室》（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頁 85—86。

插圖 27 朱鮪石室畫像卷雲紋與帷幔减地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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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28 黑松林石屏風卷雲紋與帷幔全陰綫刻法

插圖 29 朱鮪石室畫像人物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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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衣褶上的描繪增多，右幅畫面似乎靈動了一些，但細看男性的袖口和衣襟，

描繪過於簡單，還是呈現了塊面化（插圖 29）。同樣，在前面提到的臨淄商王村東

漢石屏風畫像上，尤其是人物面部和冠梁也是采取局部减地刻法，人物造型的塊面

特徵依然很明顯（插圖 30），這些特徵在黑松林屏風畫像中都已消失得全無蹤影。

安徽亳州博物館所藏的一塊東漢畫像磚殘件，上面全陰綫刻有一戴介幘的人物（插

圖 31），88 與黑松林屏風畫像風格相似，可惜殘缺得太厲害，形成不了論據。如此看

來，從全减地刻、局部减地刻，向全陰綫刻的轉變，所表達的是畫像石雕刻技藝發

展上的一個邏輯過程，是雕刻技藝趨於成熟的反映，黑松林屏風畫像正處於這個過

程的終端，也就成爲後世全陰綫刻石刻畫像技藝的起點——這是它在畫像雕刻技藝

上的意義所在。

畫像石是繪畫和雕刻相結合的藝術，畫像雕刻的原動力來自繪畫。黑松林石

屏風畫像的刻工技藝精湛，以刀代筆，將畫師的繪畫水平完美地反映到屏風石面之

上，89 但這塊畫像最終的意義還要落實到繪畫價值的討論上。前面已經説過書法在

綫條上的突破和進步也影響到了繪畫，繪畫所采取的表現手法直接影響到雕刻效

果。黑松林石屏風畫像捨棄了以往畫像石上常見的、如同“卡通式”的塊面塑造方

式，提升至更具寫實性的綫條表現上。如果討論其綫條和書法的關係，似乎還有一

個問題需要解决，就是爲時人仰慕的大書法家敦煌人張芝，他的書法風格的輻射面

究竟有多廣？是否能够到達僻處東南的吴地？書法史所提供的則是反面的答案：孫

吴最著名的書家是被譽爲“書聖”的廣陵江都人皇象，他最擅長的書體是章草，其

次是八分和小篆。章草與今草風格上最大的特色分别是字字獨立和字字連綿，皇象

的書法風格顯然不是後者。因此他的書風相對於處於中原的魏國書風已顯得保守，

被視爲“質樸古情”一類。其他吴國書家也基本如此。這種保守性一直傳承到西晋

時期，吴地陸機（261—303）的書法就依然保持着這種風格，因此被稱作“吴士

書”。直至吴國滅亡，吴士趨慕洛陽新書風，尤其晋室南遷，書法重心轉移到建康

後，保守的“吴士”書風才有所偃息。90 看來張芝的書法風格應未影響到吴地。那

麼如何解釋黑松林石屏風繪畫上的“書法”因素，特别是“用筆全類於書”呢？理

解上自然不能膠柱鼓瑟：吴地的書法具有保守性，但並不是説完全不具備書法的綫

條性，它的保守性和今草的極則只是相對而言，其自身畢竟還是有所發展的。出土

於長沙東牌樓和走馬樓的三國吴簡中的草書雖然是章草，但字與字之間的筆意已具

有“筆斷意不斷的感覺”，另一件木簡上的篆書筆畫也都婉轉婀娜，具有同樣的感

覺（插圖 32）。91 因此理解黑松林石屏風上繪畫的綫條，有吴地書法的發展因素，也

88.	 中華世紀壇藝術館《尋蹤三國——文物裏的魏蜀吴新圖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頁
18—19。

89.	 也不排除繪畫與雕刻兼長的匠師，如武梁祠畫像即由“良匠衛改，雕文刻畫”而成。山東省石刻
藝術博物館編，蔣英炬、楊愛國、蔣群著《朱鮪石室》，頁 85。

90.	 劉濤《中國書法史 · 魏晋南北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頁 45—49。

91.	 鄭曙斌、張春龍、宋少華等《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頁 285、296、359。

插圖 31 亳州博物館藏東漢人物畫像磚及拓片

插圖 30 臨淄商王村石屏風人物面部减地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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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吴地繪畫自身發展的因素，應該結合起來看。

人物畫中衣褶的表現應該是最顯著的難點，同時也是一個亮點。以單綫來表

達衣褶婉轉流暢的豐富性是對畫家的一個極大的挑戰。綫條越多，豐富性越强，難

度也就越大。而减少一些綫條，僅用少數的綫條構成塊面加以概括，難度自然大爲

降低。而這種難易的强弱和豐富性的多寡，在以往的畫師那裏可能是個棘手的問

題，但在黑松林屏風畫像中得到了較徹底的解决。即使後來有人用“吴帶當風”來

形容唐代吴道子畫藝的高超，如果將這個“吴”字理解爲孫吴的“吴”，好像也很

貼切吧。

插圖 32 三國吴簡草書和篆書簡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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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女史箴圖》中類似的圖像
雖然《女史箴圖》的作者與創作年代一直有争議，但作爲至少不晚於唐代的

畫作，其中的圖像來源甚早，應當得到承認。92 因此，《女史箴圖》與黑松林石屏

風上的某些圖像依然具有一定的對比價值。

《女史箴圖》前段繪有馮媛爲漢元帝擋熊的故事。圖中一頭黑熊來襲，漢元帝

表情驚駭，欲拔劍相迎，他所戴玄冠的冠纓上揚，超過了冠頂（插圖 33）。這種誇

張的表現手法似於其他的繪畫作品中未見，而黑松林石屏風Ⅱ中 a 面，即前面被

指認爲越王勾踐的那個人物，其所帶玄冠的冠纓正是這樣表現的（插圖 34），M4 後

室門楣上的兩個戴進賢冠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説明《女史箴圖》中這一繪畫表現

手法頗有來歷，似乎是來自東漢晚期南方繪畫中的一種特有圖式。

早期繪畫中所表現的主題多爲人物，山水則多被用作襯托主題的構件存在，因

此就顯得“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93。黑松林石屏風中左下角的山水即是這樣的

一種存在，它不是“昆崙仙山”，而僅是一幀表達越國通往吴國的示意性圖像（插圖

35）。在《女史箴圖》中也有一處繪有山水（插圖 36），它對山的描繪已比漢代以來

的山水畫創作手法“先進得多”，“是新一階段山水畫才能具備的”，94 可以看出其在

技法上確實比黑松林石屏風山水畫要成熟。但是黑松林石屏風山水中已出現了斷崖

式山石的描繪，以及由近及遠的推向縱深的手法，也是以往山水圖像中不多見的。

綜合以上兩點看，黑松林石屏風畫像的繪畫技法，已經具備了後世繪畫技法

中一些鮮明的特徵。雖然不能簡單地認爲它就是其後繪畫技法的直接源頭，但也不

可否認它與後世繪畫的源頭存在着相同的基因。

在中國傳統的書畫品評中，評論家們喜歡將一些無名氏的作品，歸屬到某一

著名書畫家名下。如果放在以往前，這幅來自三國東吴的畫作，很可能就會被認爲

係出孫吴最有名的大畫家曹不興之手——其實，我也不免有這樣的衝動和臆想。但

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作爲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它的出現，意義已不在於是誰所

畫，而在於豐富了當代美術史家探討三國繪畫史的資料，尤其是讓他們真切地見到

了從未見到過的孫吴繪畫。

92.	 蘇醒《〈女史箴圖〉的風格與來源——兼論魏晋南北朝人物畫的兩大脉絡》：“《女史箴圖》的風格
與唐宋時期人物畫風格不類，屬於兩種體系，但却與戰國至魏晋南北朝這段時間的繪畫風格近
似，它往上可以承接戰國時帛畫、兩漢各種畫像磚、石，往下又可與南朝的竹林七賢石刻與北魏
司馬金龍墓漆繪圍屏對應起來，反映了一條漢民族自身繪畫藝術的發展脉絡。”《湖北美術學院
學報》2018 年第 4期。巫鴻認爲《女史箴圖》很可能是五世紀下半葉早期的作品，見巫鴻《重
訪〈女史箴圖〉：圖像、叙事、風格、時代》，收入氏著《時空中的美術：巫鴻中國美術史文編二
集》（北京：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319—321。

93.	 張彦遠著，秦仲文、黄苗子點校《歷代名畫記》卷一“論畫山水樹石”，頁 16。

94.	 楊新《從山水畫法探索〈女史箴圖〉的創作時代》，見氏著《楊新書畫鑒考論集》（北京：文物出
版社，2010），頁 40。巫鴻也指出這段山水的描繪，顯示出畫家“對山石、樹木進行寫實描繪的
興趣”。見巫鴻《重訪〈女史箴圖〉：圖像、叙事、風格、時代》，收入氏著《時空中的美術：巫
鴻中國美術史文編二集》，頁 306。

插圖 33 兩種《女史箴圖》中的“漢元帝”形象

插圖 34 石屏風Ⅱ a 面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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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36 《女史箴圖》中所繪山水

插圖 35 黑松林石屏風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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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裏手當行：華人德的題跋

近年來金石拓片收藏受到熱捧，上面若有幾行題跋，則身價益增。書法界亦

開始流行起“題跋書法”，但此類作品中却出現了許多喧賓奪主、主次不分的“題

跋”。因此，華人德先生説：“金石拓片題跋，無論拓片是文字還是圖像，都要以拓

片爲主，題跋爲賓、爲輔，題跋須爲拓片文字或圖像服務，不可倒置。文字有疑，

不知則闕，勿任己意而改作。所拓器物之年代與題寫字體的産生、日常使用之時代

都應瞭解，然後選擇合適字體。”他還説：“賞析藝術造型，前人往往不屑多言，

點到爲止。而今人題跋，常看圖作文，易流於虛浮，終覺淺近。”95 能説出這種話

的，必定是行家裏手。事實上，華人德先生在金石拓片題跋創作上的興趣，絲毫不

亞於通常意義上的書法創作。他的題跋書法，是其書法創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8 年，他將 61 歲至 70 歲十年間所作的八十二件金石題跋作品，彙爲《華人德

金石搨片題跋作品集》出版，即可證明他對這種創作形式的喜愛和重視。96 由於這

張黑松林石屏風畫像拓片題跋是他二十多年前（1998）的作品，所以在作品集中

未能收入，不免有遺珠之憾。而此次展覽，並出版精美的圖録，似乎起到了一種

“補償”的作用。下面就趁此機會，談一談這張拓片的題跋。

當發掘工作結束以後，進入資料整理階段，我順便爲石屏風製作了一些拓片，

很自然地想到請華人德先生題跋。於是我挑選了一張用四尺整張羅紋紙拓製的拓

片，設計上將畫像居中偏上進行拓製，預留出天頭地脚，華人德先生在上面寫了滿

跋。現在回頭去看這張題跋，發現有許多可説的地方。

（一）題跋的形式、内容
作爲題頭，首先看到的是華老師以濃厚碑刻意味的篆書書寫了“金石延年”

四個大字。這顯然不是一個解釋性的標題，意圖僅在於增强整張拓片視覺上的對比

效果，没必要過度加以闡釋；左側的小字，華老師則用他帶有隸書意趣的行楷書書

寫，叙述了這張拓片的來歷及對圖像的觀感：

此爲蘇州虎丘前黑松林六朝早期墓所出之石屏風也。一已殘泐，此則完

整。所刻人物與顧虎頭《女史箴》《列女圖》風格極似。戊寅夏，人德。

由於地脚預留的面幅很大，故需用大量的文字素材題寫，才能填補視覺上的

空白。我原本以爲華老師會寫下一些考證性的文字，或是對畫像主題的一些猜想和

假設，没想到的是，他整篇抄録了西晋吴地詩人陸機的長詩《吴趨行》：

95.	 華人德《我對金石拓片題跋的見解和經驗》，《中國書法》2018 年第 9期。此文後作爲《華人德
金石搨片題跋作品集》的“前言”，以下引用華人德先生的觀點均出此文，不再出注。

96.	 見《華人德金石搨片題跋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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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四座並清聽，聽我歌吴趨。吴趨自有始，請

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

被，泠泠鮮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

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蹟隤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

羅。邦彦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吴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

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

紀，商搉爲此歌。97

最後寫道：

不知屏風所刻人物故事為何。錄陸士衡《吴趨行》以應。

對於那種圖像主題不明的拓片，如何爲之作出恰當的跋語，是對題跋者很大

的挑戰。當然，那種“看圖作文，易流於虛浮，終覺淺近”的題跋，華老師自不屑

爲之。或是生加考釋，不免懸測的那種題跋，華老師亦不會貿然而作。現在因爲這

塊石屏風畫像上的叙事主題已經得到了揭示，所以“屏風所刻人物故事爲何”的疑

問似乎也失去了意義。但回過頭看，華老師當時既然不知其意，爲何會抄録《吴趨

行》“以應”呢？這須從華老師的藝術直覺和文史學養兩個方面來談。

（二）直覺、學養：對主題不明圖像的題跋策略
在圖像風格的對比上，華老師提到了《女史箴圖》和《列女仁智圖》。雖然這

兩張繪畫史上的劇跡，至今仍不能確定出於顧愷之之手，華老師却不加解釋，明確

地指爲“顧虎頭”之作，此似乎應該加上疑似性的語詞方顯謹嚴。其實對於具有文

言寫作經驗，或是具有較高領悟能力的人而言，文言文中出現了一些“模糊”的概

念，反不失爲一種體現“古意”的修辭手段，因爲説得過於明白，損失的恰是文言

所獨有的韵致。而實際上，這兩張圖畫完全可與黑松林石屏風圖像風格結合起來作

圖像學上的討論，這在前文中已得到了充分的顯示。華老師説它們“風格極似”，

自然也是目光如炬。當然，應該嚴謹的地方自然要嚴謹，出於審慎，華老師將屏風

的出土地没有明確地説成是“三國墓”，而説是“六朝早期墓”，在没有得出鐵定的

斷代結論之前，這樣就巧妙地規避了可能還存在的不確定因素。

華老師看出了石屏風畫像與《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之間繪畫風格上的相

似性，靠的是他敏鋭的藝術直覺。而在主題尚不明瞭的情况下，他抄録《吴趨行》

“以應”，則體現的是他的學養。那麼，他爲什麼會采用這個文本，其恰當性如何

呢？不妨先來看一下曾經發生過的一件事情：曾有人拿出一張“盡爲怪獸，細辨皆

不可指認”的漢畫像拓片請華老師題跋。開始華老師也十分犯難，擱置了很久，最

97.	 逯欽立《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上册，頁 664。據我所見，華先生所
據的是這個版本。


